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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研究” ( 18BFX005) 和福建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党规’与‘国法’的对接研究” ( FJ2016B068)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 ［美］ 汉密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 页。
党内法治的法理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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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与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合力构成了
建设现代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基础。党内法治是经由纪检监察机制实施宪法统摄下的国
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所达致的善治状态。从其法理意涵、历史源流、制度基础、实施机制
与法理价值诸多方面考察可知，党内法治具有法理正当性。通过富有成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党内法治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寻求党内治理长效机制的理论期待，它有助于实质性地
推进法治中国的实现，同时也有助于培育和发展法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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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党普遍面临着这样的政治议题: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
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
织。①纵览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以来的历程，从毛泽东提出 “党内法规”的概念以及回
答黄炎培提出的 “历史周期律难题”，到邓小平对 “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
制度探求，再到习近平对党的治理 “长效机制”的探寻，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纪律、政策到
制度 ( 法制) 再到法治，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执政再到依规治党的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转变。
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与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合力构成了建设现代
国家和法治中国的政治与法律基础。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根本的保证。现行 《宪法》遵循历史经验的论证逻辑和叙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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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坚持党的领导”写入序言，并以修正案的方式将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正文。② 另一方面，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既是 《宪
法》的规范内容，也是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基本要求。③ “坚持党的领导”与 “党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是建党九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
“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如何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 “法学乃至
整个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最艰巨、也是最伟大的课题之一”。④ 如何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方
式实现党内治理的有序化是这一课题的中心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将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列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中。⑤ “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
之策在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⑥ 如果我们将党的治理法治
化划分为党管党治法治化和管党治党法治化两大核心任务，⑦ 那么，本文对党内法治的研究
侧重于管党治党法治化的研究范畴。与之前有关党内法治的研究⑧相区别，本文所作的理论
工作是: 立基于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对党内法治的法理意涵、历史源流、制度基础、实施机
制以及法理价值作出整体性的法理⑨论证。
二、党内法治的法理意涵
( 一) 党内法治的含义
法治是人类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创造的最为重要的观念和制度发明。它将超人格化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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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薇薇: 《宪法序言: 政治宣示抑或宪政理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年第 3 期，第 85－86
页。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此
次修正案的第 5 条亦即《宪法修正案》总第 36 条明确规定: 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规定: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
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 5 条规
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
章程》总纲规定: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王振民: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第 153 页。
参见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2－33 页。
张文显: 《如何认识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法制日报》2017 年 4 月 12 日，第 9 版。
参见鞠成伟: 《论中国共产党治理的法治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年第 1 期，第 39－40 页。
党内法治概念最初由周叶中教授提出，肖金明教授等人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参见周叶中: 《关于中国共
产党党内法规建设的思考》，《法学论坛》2011 年第 4 期; 肖金明: 《关于党内法治概念的一般认识》，《山东
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肖金明: 《论党内法规体系的基本构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 年第 6 期;
邹庆国: 《党内法治: 管党治党的形态演进与重构》，《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苗雨: 《中国共产党党
内法治的历史发展和经验总结》，《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法理往往具有“正当化功能”。参见张文显: 《法理: 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 《清华法学》
2017 年第 4 期，第 25 页。党内法治的“法理”，主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法理
学的基本立场、观点、范畴和方法，对党内法治的基本问题作出理论阐释。参见李林: 《论“党内法规”的
概念》，《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6 页。本文所探讨的法理，“既包括人类社会共同认可的普遍
法理，也包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理基因，更应当包括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征程中形成的现代法
理，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理”。参见张文显: 《中国法治 40 年: 历程、轨迹和经验》，《吉林大学
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第 23 页。
体系交由权威中立的实施者实施，继而实现人类对自身的有序治理。在法治理论发展的历史
长河中，亚里士多德的 “良法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在他看来，法治的双重含义在于 “已
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瑏瑠 可
以看出，法治的意涵至少取决于两点: 其一，制定良好的法律。这是法治存在的规范前提。
其二，良法获得普遍的服从。这是法治实现的实践标准。上述两个侧面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
度对法治的文本基础和实践标准予以完整概括。亚里士多德的 “良法论”为我们理解法治
的涵义提供了古典解释和认知框架，同时也奠定了本文界定党内法治意涵的理论基础。
在现当代，亚里士多德的 “良法论”得到了更为具体且精深的发展。现代法治理论沿着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双重线索得以推进。从形式法治理论来看，“形式合理性包括法的语
言、逻辑、结构、体系等形成一个协调的制度秩序”，“法治最终归结为规则”。瑏瑡 形式法治
的经典理论 “富勒八原则”主张法治应当包括法律的一般性、法律要颁布、法不溯及既往、
法律的清晰性、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之事、法律在时间之流中的连续
性、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瑏瑢 从实质法治理论观之，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尊重
和保障 “个人权利、尊严、社会福利”。实质合理性要求法治必须 “符合社会所公认的价值
标准，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瑏瑣 形式法治是借助于程序性的规则指引
个人行为的行动规范，而实质法治则是作为评价形式法治而隐含于程序性规则之内的标准性
规则。现代法治理论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有机统一。瑏瑤
就党内法治而言，首先，党内法治意味着一套完整的规范制度体系，这套体系是由宪法
统摄下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所组成的制度体系。瑏瑥 其次，党内法治有赖于运作有效的实施
机制来实现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规定。该制度体系具有 “程序严密、配套完备、
运行有效”的形式合理性和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瑏瑦 等实质
合理性。作为制度体系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与作为实现结果的党内法治是静态与动态的关
系。简言之，党内法治是指依据良好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党有效治理的善治状态，良好的国家
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实现就是党内法治。
( 二) 党内法治的特征
党内法治的主要特征是: 首先，良好的制度体系是指宪法统摄下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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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167－168 页。
江必新: 《法治国家的制度逻辑与理性建构》，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8 页; ［美］ 布雷恩·Z. 塔玛
纳哈: 《论法治》，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7 页。
参见 ［美］ 富勒: 《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55－106 页。
同注瑏瑡，江必新书; 同注瑏瑡，布雷恩·Z. 塔玛纳哈书。
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的法理化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相统一的法理型法治，并主张把法学范畴研究与法理
研究对接起来，构建以权利为本位、以法理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参见张文显: 《法理: 法理学的中心
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 年第 4 期，第 39 页; 张文显: 《迈向科学化现代化的中国法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第 6 期，第 23－24 页。
有学者认为，我国法治体系建设形成了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并举、互补的基本格局。参见陈柏峰: 《党内法规
的功用和定位》，《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117 页。
同注⑤，第 26 页。“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核心的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价值体系的基
石。参见张文显: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 中)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
年第 3 期，第 23 页; 张文显: 《治国理政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4 期，第 49
页。
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治的实现有赖于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支持。就国家法而
言，与党内法治实现直接相关的国家法律主要集中在与行使公权力相关的公法。就党内法规
来看，主要是指党章统率下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行为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
度。以上述三类法规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实现党内法治的文本前提。其
中，党的组织法规为党的各级机关的组织设置、基本职责、运行方式提供了组织基础。党的
行为法规规定了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的行为界限和行为方式。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侧重从 “监
督保障”上规范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责任、奖惩与保障等活动。宪法统摄下的国家
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实现党内法治提供了制度基础。
其次，党内法治的对象直接指向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权力。孟
德斯鸠认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瑏瑧 依法治国首先
要依法治 “官”、瑏瑨 依法治权。国家权力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不容许 “法自上而犯之”，这是
现代法治秩序的真谛。瑏瑩 通过制度来有效地规范 “权力行为”，是 “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或水
平的重要表征”。瑐瑠 党要守法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准。瑐瑡 习近平总书记说: 党大还是法大是
伪命题，权大还是法大才是真命题。瑐瑢 因此我们主张，从严治党的核心问题是治理党员或党
组织所行使的权力，惩治腐败的终极问题是有效治理权力的问题。我们要 “用制度管权管事
管人”，瑐瑣“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瑐瑤 因此，党员或党组织权力边界的界定、权力行使
方式的确定、权力滥用的后果承担等问题，是党内法治制度规范和实施机制的中心内容。
再次，党内法治通过纪检监察监督机制实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而实现。从根本上说，
党内法治的实现是通过制度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有效实施予以完成。就国家法律而言，以 《监
察法》、《刑事诉讼法》为代表的与行使公权力相关的公法主要借助于国家监察、行政和司
法体系予以实施，这是实现党内法治的重要法律保障。就党内法规来说，以 《中国共产党章
程》为核心，以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为主体构筑了党内法规实施的制度体系。有效实施这些制度性和程序性规则有赖
于由党中央统一领导，以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为专责监督机关，以纪检监察
为核心的监督机制的良性运行。
最后，党内法治的目的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
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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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步云: 《论法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7－310 页。
参见季卫东: 《通往法治的道路》，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8 页。
参见竹立家: 《社会公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俞可平主编: 《国家底线: 公平正义与依法治国》，中央编译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9 页。
参见王家福等: 《论依法治国》，《法学研究》1996 年第 2 期，第 9 页。
参见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
话》 ( 2015 年 2 月 2 日)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民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7－38 页。
习近平: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9 日，第 2 版。
习近平: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 2015 年 3 月 5 日) ，载中共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
方正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9－60 页。
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瑐瑥 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最
为重要的政治经验，它揭示了立党的 “根基在人民”，立党的归宿在于 “一切为了人民”。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
们 “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
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
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瑐瑦 政党的权力来源以及权力行使的目的均在于人民，
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赢得人民的尊重和支持。
三、党内法治的历史源流
作为一种制度实践，党内法治的实现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
临不同的政治使命和国家任务，其治理方式也展现出不同的样貌。相应地，党内法治概念的
内涵与外延、党内法治的制度表达及实施方式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党内法治的历史进
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初步探索时期 ( 1921—1949) 、缓慢发展时期 ( 1949—1978) 、稳步推
进时期 ( 1978—2012) 和全面深化时期 ( 2012—) 。鉴于党内法治建设所呈现的显著特征以
及本文的篇幅所限，本文将四个时期合并为两大阶段分别予以论述。
( 一) 党内法治的初步探索阶段 ( 1921—1949)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主要历史任务是组织成立政党，领导人民 “取得革命战争的胜
利”，瑐瑧 “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瑐瑨 这一阶段的党内法治建设体现了以下主
要特点: 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党内法规的概念术语，总结了党内法规的作用，制定了具
有制度功能的 “党内法规”并主要以思想教育的方式予以实施。
首先，“党内法规”概念的提出。“党规”概念最先是由刘少奇提出的。1938 年 9 月 29
日—11 月 6 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前
9 月 15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北方局作抗战以来北方局的工作报告，针对
王明不服从中央决定、公开发表同中央不一致意见等行为，提出 “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瑐瑩
的主张。鉴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
会的政治报告 《论新阶段》中提出，“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
外，还须制定一种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瑑瑠 由此可知，“党内
法规”概念由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并出现在党的政治报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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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毛泽东选集》 ( 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4 页。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 日，第 2 版。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经典篇章中指出，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参见《毛泽东选集》
( 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80 页。
《毛泽东选集》 (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63 页。
金冲及主编: 《刘少奇传》 ( 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9 页。
同注瑐瑨，第 528 页。
其次，党内法治的制度表达。党内法治的建设主要体现为党内法治的制度表达和实施方
式两个方面。从这一时期党内法规的表现形式看，首先体现为党章以及党的基本组织制度的
颁行。党的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党的二大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章》，确定了
党的名称，提出了党的任务，规定了入党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党的纪律等内容，成为我们
党立党管党治党的纲领性文献，为党的成立及其后各项组织活动的展开提供了重要制度支
持。瑑瑡 除了党章以及党的组织制度之外，这一时期党内法规大多分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中共中央的政治决议或指示、领导人的讲话之中。瑑瑢 从规范主义的角度看，这些
文本未必属于规范意义上的党内法规，但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它们无疑具有规范意义上党
内法规所具有的制度功能。
再次，党内法规的实施方式。在这一时期，党内法规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加以
实施。通过 “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可以 “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
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瑑瑣 通过思想教育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有
力地保证了党的团结和革命目标的实现”。瑑瑤 基于思想教育实施方式的上述功能，毛泽东认
为，“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
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瑑瑥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思想教育是指政策和纪律的实施方式，
但并不意味着党不重视思想之外的其他党的建设工作。
( 二) 党内法治的稳步发展和全面深化阶段 ( 1949—)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基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原因，党内法治的建设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阶段。但是，党内
法治的建设仍旧在曲折中推进。这一时期，根据恢复国民经济、反贪污腐败、干部队伍建设
等方面的需求，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党风、组织和监督方面的党规制度，并在党的
八大修改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改革开放后党内法治的发展积累了一些有益的成果。瑑瑦
改革开放以后，在反思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以及 “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之
时，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并指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
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瑑瑧 “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瑑瑨 在
党风建设方面，他强调指出: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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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瑑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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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5 页; 李忠: 《构建依规治党法规制度体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5 期，第
19 页。
比如，作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政治纪律的核心内容的“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
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即来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参见注瑐瑨，第 528 页。又如，
1948 年的《关于健全党委制》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1949 年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报告的结论的一部分。参见注瑐瑧，第 1340、1440 页。
同注瑐瑨，第 528 页。
同注⑧，周叶中文，第 41－42 页。
同注瑐瑥，第 1094 页。
参见曹萍、张学昌: 《依规治党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第 15－16 页。
《邓小平文选》 ( 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33 页。
同注瑑瑧，第 328 页。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瑑瑩 邓小平有关制度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党风建设中具
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的开拓性创见，奠定了党的治理制度化、法治化的理论基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治建设得以加速推进并全面深化，
主要体现为两方面特点。
首先，党内法规的制度化、体系化程度逐步增强，并逐步向 “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的目标推进。党的十四大修改通过新党章，第一次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 “党
内法规”概念。党的十六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出了 “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
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之中，着力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化建设。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由此取得巨大进步，主要表现为: 以党内法规 “立法法”和主干法规为框架的党内法
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瑒瑠 党内法规的清理工作基本完成，瑒瑡 党内法规的选编基本结束，瑒瑢 党
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制度业已形成。瑒瑣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确立，为党管党治党、治国
理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其次，党内法治的实施方式从以思想教育为主转变为 “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瑒瑤 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工作致力于 “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
新路子”。瑒瑥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将制度建设与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并列，并指出将 “制
度建设贯穿其中”。瑒瑦 这预示着制度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和实现路径。习近平
总书记在 2014 年 10 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 “制度
治党”的概念。它是指 “运用规章制度来引领和保障我们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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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瑑瑧，第 147 页。
1990 年 7 月，中共中央首次在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中定义了“党内法规”的
概念，并对党内法规的名称、适用范围、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作了规定。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
规制定条例》及其配套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同时发布，对党内法规的制定权
限、制定原则、规划计划、起草程序、审批发布、适用解释、审查备案和清理评估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成
为制定党内法规的“立法法”。此外，“1+4”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框架已经形成。“1”是指党章，“4”是指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参见《中共中央
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7 年 6 月 26 日，第 1 版。
根据中共中央批准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开展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
2012 年 7 月到 2014 年 11 月分两个阶段对新中国成立至 2012 年 6 月期间由中央出台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进行了集中清理。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经过清理，1178 件中央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322 件被废止，369 件被宣布失效，继续有效的 487 件，其中 42 件需要适时进行修改。
参见《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18 日，第 4 版。
在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集中清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首次对新中国
成立以来现行有效且向社会公开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编辑形成了中央党内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 《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汇编 ( 1949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 》 ( 上、下卷) ，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编辑说明。
截至目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 2013—2017 年) 》和《中央党内
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 ( 2018—2022 年) 》两部规划。这两部规划均对其后 5 年中央党内法规的制定
工作提出了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及其落实要求。可见，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制度已然初步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从前者转变为后者，仅仅是从党建不同时期工作方式的侧重而言的，并非指思想教育或制度
建设为某一阶段所独享。两者的意涵侧重也有差别，比如，思想教育侧重思想导引，制度治党侧重行为规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6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 页。
党的建设制度化”，“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全面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瑒瑧“制
度治党”中的 “制度”是指党员和党组织必须遵守的包括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内的所有
的党的规矩。瑒瑨 因而，“依规治党”是 “制度治党”的重要内容。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听取十八届中央第六轮巡视情况汇报时首次正式提出了 “依规治党”。他指出，“要坚
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瑒瑩 自此，“依规治党”成为实践全面从严治党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与领导水平的重要制度途径。党的十九大通过决议，将 “依规治党”写入修改后的 《中国
共产党章程》总纲之中，以党的根本法的形式对其予以确认和保障，并将之作为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之中。“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邓小平关
于制度建设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的观点在治党领域的深化和发展。“依规治党”概念的
提出，既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理念的重大创新，也是法治思想与理论的重大创新。
如果说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创了着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的路径的话，那么，党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开辟了着重从制度上推进党的建设的新途径。瑓瑠 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整个法治化建设实际上有两大任务，一是国家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建
设，二是执政党党内生活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瑓瑡 后者则是打破执政 “历史周期律难题”
“关键的关键”。瑓瑢“依规治党”是新时代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通
过梳理党内法治建设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透视其间党的建设所要解决的核心命题，阐明党
内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党内法治也获得了历史正当性。
四、党内法治的制度基础
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
党内法治的实现，不仅要求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管党治党，而且要求依照党内法规实
现自我规制。从党内法治实现的制度基础看，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共同构成了
建设法治国家的规范依据，成为管党治党的双重制度体系。在这一双重制度体系中，应当坚
持 “宪法为上、以宪法为总依据”，“在宪法统率下统筹推进党规和国法建设”。瑓瑣 因而，宪
法统摄下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党内法治实现的制度基础。
就国家法律体系而言，与党内法治实现直接相关的国家法律主要集中在与行使公权力相
关的公法领域，如 《宪法》、《监察法》、《公务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与其相关
的司法解释等。瑓瑤 在管党治党尤其是治权领域，以 《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公务员法》
为代表的国家法律与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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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宋功德: 《坚持依规治党》，《中国法学》2018 年第 2 期，第 7 页。
同注瑐瑤，第 7 页。
同注瑐瑤，第 9 页。
参见张明军: 《90 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主题的丰富与发展》，《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26 页。
同注④，第 149 页。
同注④，第 152 页。
宋功德: 《党规之治》，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9 页。
党的领导贯穿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此处所指的公法领域更多是从当前党的首要任务———反腐治权角度而言
的，这也是党内法治实现的关键问题。
党党内监督条例》为代表的党内法规发挥着功能互补的作用。瑓瑥
广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党章统率下的狭义党内法规制度、不成文的和自我约
束性的党的纪律以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瑓瑦 学界关于狭义党内法规制度框架所包含的
内容主要有 “法学部门说”和 “党的活动说”两种观点。瑓瑧 笔者更倾向于在 “1+4”瑓瑨 框架
基础上，以 “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为划分原则，将狭义党内法规制度分为党章
统率下的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行为法规制度和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具体而言:
( 一)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是有关党的各级机关组织设置、基本职责、运行方式的主体性党内法
规的总称。它侧重从主体上规范或解决各级各类党组织的产生、职责和运作的问题，瑓瑩 奠定
管党治党的组织制度基础。就目前来看，党的组织法规制度主要包括以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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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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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龙宗智: 《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政治与法律》2018 年第 1 期，第 2 页; 刘艳红: 《〈监
察法〉与其他规范衔接的基本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19 年第 1 期，第 14 页; 江国华等: 《国家监察纪法
贯通保障机制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 期，第 81 页; 汪海燕: 《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法〉
的衔接》，《政法论坛》2017 年第 6 期，第 84 页; 张杰: 《〈监察法〉适用中的重要问题》，《法学》2018 年第
6 期，第 116 页。
为什么没有用“党内规矩”而使用“广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样的提法作为党内法治的制度基础? 依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法，党内规矩包括党章、党的纪律、国家法律、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
例。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47 页。
按照“1+4”的提法，党内法规包括党章、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制度、
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通过比较二者所包含的内容发现，党章为党内规矩和党内法规所共有，国家法律、
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为党内规矩所独有。党内规矩是比党内法规含义更广的规范体系。
但是，可否据此认为“党内法规”完全被“党内规矩”所涵纳?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 党内规矩中的
“党的纪律”可否以“党内法规”来替代? 换句话说，“党的纪律”是否等同于“党内法规”? 两者的关系定
位是我们界定党内法治制度基础的关键。学界关于党的纪律与党内法规关系的看法主要有“交叉关系说”和
“包容关系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两者是并列且存在交集的关系，后者则认为两者是上下位的包含关系。尽
管两种学说存在分歧，但它们都承认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存在交集: 即两者共享党内法规中的义务性规范。
换言之，它们都认为，党的纪律是党内法规中的义务性规范，并不直接等同于党内法规。因为党内法规除了
义务性规范，还包括党的组织法规制度、党的领导法规制度等其他非义务性规范。概言之，“党的纪律”不等
同于“党内法规”，“党内规矩”未能完全吸纳“党内法规”的内容。这是本文没有将“党内规矩”作为党
内法治制度基础的原因所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党内规矩”的提法对于党内法治制度基础的界定没有意
义。相反，本文吸纳了有关党内法规的广义理解，把广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定位于党内法治制度基础的组
成。基于上述分析，本人倾向于主张，广义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比党内规矩更适宜于作为党内法治的制度基
础。关于党的纪律与党内法规关系的学说，本人赞成“交叉关系说”。尽管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共享党内法规
中的义务性规范，但党的纪律中的不成文的和自我约束性的纪律并不属于狭义党内法规的制度范畴。党的纪
律与党内法规之间既有交叉，又各自独有的内容。因而，两者是交叉而不是包含关系。有关二者交叉关系的
观点，参见注⑨，李林文，第 1、17、19 页; 王伟国: 《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党内法规研究的基础概念辨析》，
《中国法学》2018 年第 2 期，第 283－284 页。有关包容关系的观点，参见肖金明: 《法学视野下的党规学学科
建设》，《法学论坛》2017 年第 2 期，第 76 页。有关不成文的和自我约束性的党的纪律的观点，参见中共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48 页。
其中，“法学部门说”仿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及法学体系的划分方式将党内法规划分为 “党内宪法”
“党内刑法”和“党内诉讼法”。“党的活动说”按照党的活动内容划分党内法规。参见屠凯: 《论党内法规制
度体系的主要部门及其设置标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38－39 页。
有学者主张，“1+4”模式与我国政治实践最为贴合，足以成为未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暨知识体系设置 “部
门”的标准。参见注瑓瑧，第 37 页。
参见金成波: 《完善以“1+4”为基本框架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 年第 8 期，第
83 页; 注瑒瑧，第 17 页。
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
条例 ( 试行) 》、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 ( 试
行) 》和 《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法规，包括以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
表任期制暂行条例》为基础性主干的选举法规，还包括以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
用的若干规定》为核心的象征标志制度等党内法规。其中，《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 试
行) 》是党组工作方面的基础性主干党内法规，是党组设立和运行的总体依据。瑔瑠 该条例为
党组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设定了领导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备案制度、党组书记述职制度、考
核制度、列席会议制度等体制机制。《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 ( 试行) 》则规定了中央和
地方党的工作机关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的原则与程序，它是为规范党的工作机关而设
立的基础性主干党内法规。上述诸规范共同构成了党执政治国的组织制度基础。
( 二) 党的行为法规制度
党的行为法规既包括党的领导法规，也包括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前者侧重从行为上解决
党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外事、国防军队建设等
领域的领导和执政活动问题; 后者侧重从行为上解决党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的自身建设问题。瑔瑡 从当前有效且公开的中央党内法规来看，党
的领导法规制度主要包括，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为代表的党
的领导的综合制度，党在宣传思想文化、统一战线、编制、群团、人大、政府、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组织、人才、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军队等领域制定施行的条例、决定、决议、办
法、意见和通知。比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 试行) 》是新时期党领导统一战
线工作的基础性主干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是新时代党领导政法工作的纲
领性党内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则涵盖了以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 《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基础性主干的政治建设法规，以 《党政领导干部选
拔任用工作条例》为核心的组织建设法规，以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为代表
的作风建设法规，以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若干准则》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倡廉建设法规等一系列重要党内法规。上述党内法规共同构成
了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党的工作机关的职责及运行的制度体系。党的行为法规制度的核心
是约束党员和党组织的权力行为。
( 三) 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
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侧重从 “监督保障”上规范党的工作责任制，规范党内监督、问
责、组织处理、党纪处分、奖励表彰、党员权利保障、党的机关运行保障等活动。瑔瑢 党的监
督保障法规制度可以分为党的监督法规制度和保障法规制度两部分内容。其中，党的监督法
规制度主要围绕党的巡视工作和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经济责任审计等党内监督
活动而展开。党的保障法规制度主要由地方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干部的考核制度、党员的奖惩
41
法制与社会发展
瑔瑠
瑔瑡
瑔瑢
参见《党执政治国的重要组织制度保障》，《人民日报》2015 年 6 月 17 日，第 1 版。
参见注瑓瑩，金成波文，第 83－84 页; 注瑒瑧，第 17 页。
参见注瑒瑧，第 16 页。
制度、党员权利保障制度、机关运行保障制度和制度建设保障制度等制度组成。就当前有效
且公开的中央党内法规来看，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主要包括以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基础性主干的监督法规，以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
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和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为内容的考核法规，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核心的惩治法规，以 《中国共产
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为中心的党员权利保障法规，以 《机关档案工作条例》和 《党政机
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为主要内容的机关运行保障法规，以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
例》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保障法规等重要
党内法规。目前，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还缺乏有关考核制度的基础性党内法规。
党的组织法规制度、行为法规制度、监督保障法规制度共同构成了以组织建构、行为模
式和监督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环环相连、互相支持的制度体系。该体系为党员的行为和党组织
的活动提供了制度框架。宪法统摄下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成了管党治党的
双重制度体系，奠定了党内法治实现的制度基础。党内法治也因此具有了制度正当性。
五、党内法治的实施机制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党内法治的实现，从根本上需要经由制度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有效
实施，有赖于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实施机制的权威高效运作。就国家法律而言，主要借助于
国家监察、行政和司法体系予以实施，是实现党内法治的重要保障。就党内法规来说，它主
要以监督执纪问责的方式加以实施。其实施机制主要体现在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中
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些党内法规之中。整体而言，党在依法依规管党治党尤其是反腐治权
过程中，“形成了以纪检监察为核心的中国式权力监督机制”。瑔瑣
( 一) 监督的主体和方式
根据 《监察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规定，
国家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和党内监督职能
的专责机关。在此基础上，各级监察委员会可向本级党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或委托管理公
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等派驻或者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且受监察委直接领
导。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与党的市和县委员会分别建立巡视巡察机构。
党和国家的监督方式主要包括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其中，纪律
监督是指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执行的一般性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依
规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历经了三省市试点探索、试点工
作在全国推开、国家监察体系总体框架初步建立的发展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勾勒了我国监
督体系的整体框架，即 “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经由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宪法修正案》实现了我国监察委员会制度体系的宪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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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瑣 李红勃: 《迈向监察委员会: 权力监督中国模式的法治化转型》，《法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第 158 页。
在实践中，国家监察是对公权力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瑔瑤 派驻监督是纪委监委的派驻机构依
法依规实施的监察监督。派驻机构既要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又
要依照 《宪法》和 《监察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发挥 “派”的权威和 “驻”的优
势，为党组 ( 党委) 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有效载体。瑔瑥 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瑔瑦
巡视监督是由巡视组依规开展的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或机动巡视监督。巡视工作遵循着一套
规范性的工作程序、工作方法瑔瑧以及工作制度瑔瑨而展开。
( 二) 监督的对象和事项
一般意义上讲，党内监督的对象是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与活动以及全体党员的行为。尽管
监察监督强调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瑔瑩 实际上，在现阶段，党和国家监
督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被监督单位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瑖瑠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 6
条规定: 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瑖瑡 党和国家
监督要重点整治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解决 “日常监督发现的突出问题”。瑖瑢 其监督事项
主要集中在 “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等重点领域以及 “重大决策、重要人事
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瑖瑣 巡视机构在巡视过程中，应着力发现
如下四方面的问题: ( 1) 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
纪违法问题; ( 2) 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问题; ( 3) 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
表反对意见、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政治纪律的问题; ( 4) 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
票贿选、违规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瑖瑤
( 三) 监督的惩戒手段
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按照错误性质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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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瑔瑨
瑔瑩
瑖瑠
瑖瑡
瑖瑢
瑖瑣
瑖瑤
参见习近平: 《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求是》2019 年第 5 期，第 6 页。
参见《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人民日报》2018 年 10 月 31 日，第 1 版。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 2016 年 1 月 12 日) ， 《人民日报》
2016 年 5 月 3 日，第 2 版。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官网将中央巡视工作的程序和方式进行了总结。
巡视工作程序: ( 1) 巡视准备，( 2) 巡视了解， ( 3) 巡视汇报， ( 4) 巡视反馈， ( 5) 移交督办。巡视工作
方法: ( 1) 听取工作、专题汇报，( 2) 列席有关会议，( 3) 受理来信、来电、来访，( 4) 召开听取意见座谈
会，( 5) 个别谈话，( 6) 调阅、复制有关资料，( 7) 民主测评、问卷调查， ( 8) 走访调研， ( 9) 商请有关
职能部门或专业机构予以协助。《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中央巡视工作如何展开》，http: / /www. ccdi. gov. cn /
special / zyxszt /bjzl_ zyxs /201402 / t20140225_ 19068. html，2017 年 11 月 17 日访问。
比如巡视组长库制度、一次一巡视制度、回避制度、组长负责制等。有关巡视组长库制度和一次一巡视制度，
参见注瑔瑧; 有关回避制度和组长负责制，参见《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第 10 条和第 12 条的规定。
《监察法》第 15 条列举了六类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的范围。
参见姜洁: 《完善体制机制 强化监督职能 着力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3 日，
第 2 版。
参见注瑔瑧。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9 年 1 月 14 日，第 1
版。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第 3 条规定，重大事项是指超出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自身职权范
围，或者虽在自身职权范围内但关乎全局、影响广泛的重要事情和重要情况。
参见注瑔瑧。
节轻重，对党员给予批评教育，以及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的纪律处分; 对严重违反党纪的党组织给予改组、解散的纪律处理。根据 《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的规定，对党组织给予检查、通报或改组的问责方式; 对党的领导干部给予通报、诫
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的问责方式。其中，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应根据
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对比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我们可以发现，对党组织来说，改组是 《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和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共同规定的处理方式; 解散是 《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专门规定的处理手段，而检查和通报则是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单独规定的
问责方式。于党员而言，可适用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五
种纪律处分措施。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还可以施以纪律处分之外
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等三种问责方式。根据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 《监察法》的规定，对于以巡视、报案或举报等方式发现的
问题和线索，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纪委或监察机关应作出分类处置的决定，并根据调查结
果作出相应的决定。依据 《监察法》及其配套规范，对于一般违规或违纪问题，适用党内纪
律处分; 对于职务违法行为，主要适用政务处分; 对于职务犯罪，主要适用刑事处罚。瑖瑥
六、代结语: 党内法治的法理价值
第一，党内法治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寻求党内治理长效机制的理论期待。《共产党人》发
刊词中的追问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瑖瑦 至今仍是我们党建工作的核心命题。当
前，“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瑖瑧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
大威胁”。瑖瑨 而党的作风 “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瑖瑩 因此，如何提升党的执政
能力，有效整治腐败，从而 “取信于民”、“赢得人心”，是摆在党面前的迫切任务。综观世
界各国有关国家治理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腐败和作风问题的症结在于 “缺
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瑘瑠 我们需要 “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
效化保障”。瑘瑡 党内法治正是这样一套体制机制。通过党内法治的理论与制度建构，形成了
环环相连、互相支持且具有权威性、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制度体系，并经由一套有效的监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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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瑘瑠
瑘瑡
注瑓瑥，刘艳红文，第 14 页。
同注瑐瑨，第 613 页。
习近平: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二 O 一四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情况汇报
时的讲话》 ( 2014 年 10 月 16 日) ，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1 页。
同注瑐瑦。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 2014 年 6 月 30 日) ，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版，第 8 页。
同注瑐瑣。
习近平: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 2014 年 5 月 9 日) ，载中共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6 页。
施机制来规训党内权力，由此提升了党的执政和领导能力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保证人民
赋予的权力始终被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最终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党内治理
的制度化、法治化是解决政权更迭 “历史周期律”的根本之道。瑘瑢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
说，党内法治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寻求党内治理长效机制的理论期待。
第二，党内法治有助于实质性地推进法治中国的实现。依法治国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共
识，瑘瑣 法治中国是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瑘瑤 然而，法治中国的建设面临着法的实效难
题。如果我们将法治中国的建设划分为创设法律和实现法治秩序两部分，瑘瑥 那么后者的实现
程度———法律被执行、适用和服从的程度———即为法的实效问题。瑘瑦 作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
任务的中心问题，瑘瑧 法的实效难题集中体现为如何有效制约权力、如何使党守法。瑘瑨 作为与
国家法并行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在行为指引和制约权力等方面发挥着 “广义法”的作用。
党内法规在有效制约权力尤其惩治贪腐方面具有国家法不可取代的制度功能。瑘瑩 因而，党通
过实施党内法规而有效制约权力是法实效难题的解决之道。如果说 “党内法制的状况和法治
化程度直接决定国家法治的状况和法治化进程”，瑝瑠 那么，以治权为内核的党内法治是法治
中国的重要标志和核心内容。在有效解决法治实效难题的同时，党内法治通过促使领导干部
这一 “关键少数”带头守法，从而对其他公民守法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有助
于培养全社会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最终凝聚形成 “法律信任”。瑝瑡 党内法治是有效制约权
力和汇聚 “法律信任”，进而实质性地推进法治中国实现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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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瑘瑦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有学者持类似见解: 如何打破周期率，“这是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我认为，其中关键的关
键就是党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注④，第 152 页。
参见姜明安: 《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跨越》，《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26 日，第 7 版。
张文显: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方略和实践》，《中国法学》2017 年第 6 期，第 16 页。
参见王若磊: 《政党权威与法治建构———基于法治中国道路可能性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5 年第 5 期，
第 12 页。还有学者主张，从实行“法治”的实际看，一方面要有完善合理的规范体系，即解决“立法”问
题; 另一方面是人们对这一规范体系的充分尊重、充分的权威服从程度，即解决“守法”问题。参见辛锋:
《规范的权威性与法治的要义》，《哲学动态》2015 年第 1 期，第 54 页。
所谓法律实效是指法律对人们行为所产生的实际的约束力。参见蒋立山: 《法律实施的评价标准》，《法学杂
志》1999 年第 1 期，第 20 页。另有学者主张，法律实效是指人们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法
律被人们实际遵守、执行或适用。法律实效侧重状态，即法律被人们实际施行的状态、程度。参见张骐: 《法
律实施的概念、评价标准及因素分析》，《法律科学》1999 年第 1 期，第 40 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的情况下，中国法制国家建设的战略重点应转移到法律实施的广阔
领域。目前，中国法制的主要问题是制定的法律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参见刘作翔: 《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战
略性转移: 法律实施及其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第 55、57 页。
参见刘松山: 《保障法律实施的若干条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125 页。类似见解参见
王若磊: 《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法学研究》2016 年第 6 期，第 18－19 页; 燕继荣: 《现代国家及其
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15 年第 5 期，第 12 页。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了 12 轮巡视，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一届任期内巡视
全覆盖。在中央纪委审查的案件中，超过 60%的线索来自巡视。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
部及其他中管干部 440 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 43 人，中央纪委委员 9 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接受信访举报 1218. 6 万件 ( 次) ，处置问题线索 267. 4 万件，立案 154. 5 万件，处分 153. 7 万人，其中厅局
级干部 8900 余人，县处级干部 6. 3 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 8 万人。参见《十八届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30 日，第 1 版。
同注④，第 153 页。
参见郭春镇: 《从“神话”到“鸡汤”———论转型期中国法律信任的建构》，《法律科学》2014 年第 3 期，第
3 页。
第三，党内法治有助于培育和发展法理思维。依规治党的提出，标志着法治思维开始进
入管党治党领域。瑝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治国理政。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就要把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
法治方法贯穿到国家治理的实践之中，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习惯。瑝瑣 通过法治方式、回归法治途径，把社会矛盾的解决建立在法治
基础上。在国家治理中必须遵循法治的规律和原则，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
理政的能力。瑝瑤 法理思维是 “基于对法律、法治本质意义和美德的追求、对法律精神和法治
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基于良法善治的实践理性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瑝瑥 它是法律思维和法
治思维的升级版。如果说 “法律思维是法律规则思维，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思维”，那么
“法理思维是良法善治思维”。瑝瑦 党内法治是运用现代法治的理念、原则和方法，依据国家法
律和党内法规规制党组织的活动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而实现的善治状态。作为法理思维在管党
治党领域中的运用和实践，党内法治本身就是良法善治的表达。
第四，党内法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富有成效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是当代中国依据自身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处境，立基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家的历史命运，
从有效实现国家或社会治理的要求出发，而对法治这一人类文明的现象及现代国家治理方式
的独特理解和认知、独特探索与实践。它包含 “依据中国社会的现实条件与处境” ( 客观依
据) 、“有效实现国家或社会的治理” ( 现实目标) 和 “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现象及现代国家治
理方式” ( 基本参照) 三个维度的考量。这三个维度是当代中国法治保持其合理性的重要定
准。瑝瑧 其中，作为客观依据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的根本。瑝瑨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权威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导推进力量。当下中国仍处于国家建构尚未完
成的转型变革期，仅仅靠法律或专门的法律机构的作用无法执掌全局，需要寻求更具影响力
的权威资源来形成权威、提供动力、掌控方向。瑝瑩 当前，中国法治道路的建构模式是政党推
进型，执政党对于法律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根本上讲，这种模式结构 “取决于中国
共产党在法治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取决于中国特定的宪制结构”。 法治中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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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必新: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与权力管理科学化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 年第 1 期，第 10 页。
参见张文显: 《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 年第 5 期，第 9 页。
参见注瑝瑣。
《张文显在“法理思维与法律方法”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致辞》，http: / /www. fxcxw. org / index. php /Home /So /
artIndex / id /16629. html，2019 年 3 月 17 日访问。
张文显: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中国法治现代化》，《法治现代化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6 页。
参见顾培东: 《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法学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18－19 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三个核心要义”: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参见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6 页。在这
三个核心要义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指导思想
和学理支撑。参见张文显: 《治国理政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4 期，第 44 页。
参见注瑘瑥，王若磊文，第 10 页; 注瑘瑥，辛锋文，第 56 页。
同注瑘瑥，王若磊文，第 5 页。
同注瑏瑥，第 112 页。有学者把这种宪制结构总结为“单一政党宪政国”，参见强世功: 《中国宪政模式? ———
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中外法学》2012 年第 5 期，第 958－960 页。
设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可能真正平稳推进并取得预期实效。 通过党内法
治与国家法治的合力作用实现法治中国的发展模式，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富有
成效的探索。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combination of“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limiting the Party＇ s activities within th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scope”constitute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basis for building a modern state and rule of law in China． The Ｒule by Ｒegulations of Party
is the state of good governance achieved by the enforcement of the dual system of the national laws
and the regulations＇ system of the Par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stitution，which is implemented
through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According to the aspects of its jurisprudential meaning，
historical origin，institutional basis，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nd jurisprudential value，the Ｒule
by Ｒegulations of Party is legitimate． The Ｒule by Ｒegulations of Party responds to the theoretical ex-
pectation of the Party for seek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intra－Party governance，helps to sub-
stantial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nurtures the jurisprudential thinking，
which is an active and effective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to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Ｒule by Ｒegulations of Party; Historical Origin; the Ｒegulations＇ System of
the Party;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Jurisprudenti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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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治英国”等西方法治模式和法治发展路径。参见张文显 《中国法治 40 年: 历程、轨迹和经验》，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第 18 页。
